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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运河流域雨洪“源-汇”景观时空间演变探究
王志芳,程可欣*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近年来，海绵城市建设热潮涌现，这一强调雨洪弹性的领域却极度缺乏对于宏观水平过程的探究，未能系统理解雨洪过程的转变动态。由此，引入用以分析各类型生态过程及景观格局的重要理论——“源-汇”景观理论，以北运河流域洪涝过程的内在作用机制为例，着重强调与探求雨洪过程中“源”景观与“汇”景观的相对性与动态性。研究选取关键的景观因子指标，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测算雨洪径流动力值与地表景观阻力值，从而分析“源-汇”景观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北运河流域中，作为初始径流“源”的区域集中于蟒山山地以及百望山及阳台山山地，易成为山体径流的源头；在北运河流域范围内，自然排水条件下，产生径流的“源”景观类型比例大小排序为：林地＞公建用地＞道路＞工业及设施用地＞居住用地＞荒地＞绿地＞农田；在5年一遇的重现期状态下，建设用地雨水消纳能力良好，10年以上重现期下其“源”作用偏强。非建设用地中的林用地在5年一遇重现期下“源”作用已很强，农用地一直有很强的“汇”作用。城市绿地在20年一遇的降雨下已有20%变成“源”，其消纳雨水能力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在北京城区内涝积水点体现出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特征，径流过程随降雨强度的增大，以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扩散。北京城内洪涝灾害的成因多有缘于山体径流，需尽早探寻合理的手段与对策解决高山林地的径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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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source-sink’ landscapes during stromwater processes in the North Canal Basin, China
WANG Zhifang，CHENG Kexi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ponge city’ projects are booming all cross China over recent years. The term ‘sponge city’ emphasizes the elasticity of stormwater, but current ‘sponge city’ analyses have yet examined the large-scale horizontal processes and thus failed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the stormwater ‘source-sink’. Taking the inner flooding mechanism of the North Canal Bas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ource-sink’ landscape theory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source-sink’ dynamics during the stromwater runoff process. The study selected a series of key landscape factors, and applied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the stormwater runoff stimulus and the surface landscape resistan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n the North Canal Basin, the initial ‘source’ runoff locates in mountainous areas, including Mount Mang, Mount Baiwang, and Mount Yangtai. Under natural drainage, the sequences of the ‘source’ landscape types that generate runoff are: forest land > public construction land > road > industrial and facility land > residential area > wasteland > urban green space > farmland. Overall, the construction land has good rainwater absorption capacity with a 5-year rainfall return period, but becomes to be the ‘source’ after 10-year rainfall return period. Within the non-construction land categories, the forest land has the strongest ‘source’ effect even at a 5-year rainfall return period, and the agricultural land has the strongest ‘sink’ effect all the time. The urban green space gradually becomes source after 20-year rainfall return period, the rainwater absorption ability of green spaces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Waterlogging points concentrate in the north and the west, but scatter in the south and the east of downtown Beijing. As the rainfall intensity increases, the runoff spreads out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an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Since the floods in Beijing are probably started from mountain runoffs,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solve the runoff problem caused by subalpine forests in the North Canal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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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匮乏、内涝灾害、径流污染等日益频发的水生态问题，在国外各类雨洪管理体系的影响下[1]，“海绵城市”理念应运而生[2]，力求探索能够适应环境变化与自然灾害的城市建设策略。然而国内以适应性景观为基础的“海绵城市”，在探析与实践中过于注重对于具体措施与技术的引入，对本质的雨洪生态过程缺乏宏观性、整体性的探究。黄硕,郭青海[3]在综述城市水环境效益时，也明确提出生态过程与洪涝的关系鲜少受到重视。基于此，引入将生态过程与景观空间格局相结合的“源-汇”景观理论，探究在具有动态性的雨洪过程中，不同景观用地类型是如何随不同降雨时间在“源”“汇”之间进行转换的？本文以北运河流域为例，找寻北京城区洪涝的内因，为城市洪涝灾害的防治规划提供指导意义。
“源-汇”景观理论是景观生态学中的一项基本理论，“源”景观是指能促进生态过程发展的景观单元，“汇”景观是那些能阻止延缓生态过程发展的景观单元[4]。目前该理论在大尺度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热岛效应、土壤侵蚀、农业污染等非点源污染控制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5-11]，其中常有研究将雨洪径流过程作为非点源污染的载体，但具有典型“源-汇”特征的洪涝过程本身尚未与“源-汇”景观理论相结合。此外在“源”“汇”景观的判别方法上，很多研究中“源”景观与“汇”景观大多凭借主观经验而定义，直接将景观用地类型简单划分为“源”与“汇”两类，从而进行后续研究与测算，例如景观格局指数的定量判定[12-14]。初始“源-汇”景观的判别对后续结果有巨大影响，却少有学者从环境空间的异质性角度研究“源-汇”景观的特性[15]。但已有学者开始日趋强调动态性与相对性特征[16-17]，这也正是雨洪过程所急需的。
对于雨洪过程的相关研究，已有学者开始从概念上强调水系统所具备的变化性与不确定性[18-19]。国外多集中于洪水弹性评价上，建立多项指标的评价体系[20-21]，但此种方法强调的是景观单元因子叠加的垂直过程，忽视了对景观水平过程的分析。因此，本文借助能够实现生态过程模拟的最小累计阻力模型能够将大尺度空间下的主要环境因子与降雨的径流过程进行结合，以此探究雨洪过程及不同用地类型“源-汇”景观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动态演变过程。
1 研究区域概况
北运河是流经北京及天津东郊的一条河流，为京杭大运河的北段[22]。其源于北京市昌平区及海淀区一带，后向南流入通州区，流经河北，在天津市汇入海河。北运河对北京城市防洪除涝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北京市城区涝水通过通惠河、凉水河、清河和坝河等城区排涝河道汇入北运河下泄[23]，北运河流域是京城五大流域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其覆盖北京东西城、朝阳、海淀、昌平范围及顺义、通州、大兴、丰台、石景山等局部范围，核心城市建设多集中于此区域内，为更好地分析城区范围内洪涝问题，选取其作为模拟与探究对象。
2 研究方法
2.1 “源”景观与“汇”景观
根据源汇理论可知，在雨洪过程中，“源”景观是促进径流过程的景观单元，“汇”景观是阻碍径流过程的景观单元。常规认知中，通常是将居住用地、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工业与设施用地等建设用地划分为“源”景观，城市绿地、林用地、农用地、荒地等非建设用地划分为“汇”景观，在本文中则力求通过外部的环境景观因子综合考量，以反应各景观单元的异质性（表1），则可进一步确定促进与阻碍雨洪过程的环境景观因子，求得雨洪径流动力与地表景观阻力的值。为反应雨洪过程中“源-汇”景观时空间的动态转化，有以下定义：如果北运河流域内的某一景观单元在某一时刻（某一降雨条件下）雨洪径流动力值＞地表景观阻力值, 即“源”值＞“汇”值，这一景观单元在这一时刻定义为“源”景观；如果流域内的某一点在某一时刻（某一降雨强度下）雨洪径流动力值＜地表景观阻力值,即“源”值＜“汇”值， 这一点在这一时刻则定义为“汇” 景观。
2.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次研究所需的数据类型包括：①地形：北京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的GDEMV2 30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产品，同时生成坡度slope数据；②土壤：来源于北京市国土局。③植被：北运河流域范围内近十五年来的遥感影像图片，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的Landsat 7/Landsat 8卫星数字产品，利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进行解译，得到NDVI值。④气象：多年平均降雨量分布量矢量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国土局；⑤土地利用：来源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2014年数据，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居住用地、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工业与设施用地、城市绿地、林用地、农用地、荒地八大类，用以后续验证与比对工作。
	表1 “源-汇”景观判别对比
Table 1   Discrimination of “source-sink” landscape and comparison

	
	常规“源-汇”认定
Normal “source-sink” identification
	雨洪“源-汇”动态景观转化
Stormwater “source-sink” dynamic landscape pattern

	划分依据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主观经验、人为判定景观类型
	外部环境因子综合评估景观类型中的各景观单元

	划分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classification
	公建用地、居住用地、道路用地、工业与设施用地
	城市绿地、林用地、农用地、荒地
	促进径流过程的景观单元，雨洪径流动力＞地表景观阻力
	阻碍径流过程的景观单元，雨洪径流动力＜地表景观阻力

	“源-汇” 性质
Characters of “source-sink”
	“源”景观
	“汇”景观
	“源”景观
	“汇”景观


2.3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源-汇”景观空间演变
2.3.1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al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是耗费距离模型的衍生应用，最初用来反映物种从源到目的地运动过程中所需耗费的最小代价[24]，后被广泛应用于生态领域，如物种保护、生态空间识别、景观格局分析等[25-27]。该模型考虑源、空间距离和阻力基面3方面因素，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1）
式中，MCR 为最小累积阻力值，Dij表示物种从源j到景观单元i的空间距离；Ri表示景观单元i对运动过程的阻力系数；min表示被评价的景观斑块对于不同的源取累积阻力最小值；f函数是未知的，表示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的正相关关系。该模型可通过ArcGIS软件中的成本距离（cost distance）模块实现。
最小累计阻力模型虽起源于物种扩散过程的研究，但并不局限于特定具体的生态过程[28]。对于北运河流域在降雨条件下发生的雨洪径流过程，在景观层面上可看作是由降雨最初到达地面时所产生的初始径流“源”迁移并扩张到全流域范围最终至北运河所需克服景观阻力做功的过程。同时，也可看作是雨洪径流动力与地表景观阻力相博弈的过程。雨洪径流过程将受到促进与阻碍径流过程的各景观因子作用，由此所形成的阻力面可反映雨水径流的水平空间运动趋势。
2.3.2  提取初始径流
径流是在降雨之后，经过土壤下渗、植物截留、大气蒸发等物理过程后，流经流域地面形成的水流。因此，在雨洪过程中，最初产生径流的“源”即应是最初到达地面的降雨，且物理过程中损耗最小的部分，即初始“源”存在于降雨量大、高程高、植被覆盖少、土壤下渗率低的地区。鉴于此，本文利用ArcGIS软件中的相关工具，对北运河流域内所有景观单元的降雨、高程、植被、土壤等四项因子的栅格离散值进行1、3、5、7、9五个等级的划分赋值，构建地理因子叠加的垂直过程（表2），得到容易成为初始径流的空间数值分布图，依据分类的最大值提取初始径流作为源数据，使其占比低于所有土地类型径流系数的最小值（0.1-0.2）即可。
	表2  初始径流因子指标与赋值
Table 2   Index of initial runoff and value assignment

	因子指标
Index
	等级划分标准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降雨量/mm
Rainfall
	500—550
	550—600
	600—650
	650—700
	＞700

	土壤透水性
Soil Properties
	裸岩及乱石滩
	风沙土
	棕壤、潮土
	褐土
	水稻土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80—100
	60—80
	40—60
	20—40
	0—20

	高程/m
Elevation
	＜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

	赋值
Assignment
	1
	3
	5
	7
	9









2.3.3  径流过程的景观因子指标选取
北运河流域的雨水径流过程中，影响其过程的环境景观因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气象、水文等多方面，它们通过其大小不同的作用力影响着雨洪径流过程。本文在相关文献的参考下，依据对径流过程的影响程度，选取了6个关键的景观因子指标，分别为相对高程、坡度、降雨侵蚀力、植被覆盖度、地表粗糙度、土壤抗蚀性。各因子指标及说明见表3。 
其中，降雨侵蚀力、相对高程、坡度对径流过程有促进作用，即为景观阻力面构建中的负向因子，也可用以衡量雨洪径流动力；相反，植被覆盖度、地表粗糙度、土壤抗蚀性则会延缓径流过程，为景观阻力面的正向因子，用以衡量地表景观阻力，当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时，即“源”作用明显，反之则“汇”作用明显。
	表3 影响雨洪径流过程的景观因子指标
Table 3   Landscape index relevant to stromwater runoff

	指标
Index
	指标说明
Index explanation
	数据获取
Data acquisition

	地表景观阻力因子（阻力面正向因子）
Resistive factors of surface landscape ( Positive factors of resistance surface )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反映植被覆盖度反映延缓雨水径流的下垫面条件，植被覆盖状况越好，径流阻力越大。
	
利用ENVI软件解译遥感影像，获取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利用Arcgis软件提取近十五年12个月的北运河流域范围内的NDVI，求取多年平均NDVI值，基于像元二分模型设计的遥感估算方法，计算植被覆盖度[29]。

	地表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
	衡量地表起伏变化程度的指标。粗糙度越大，径流阻力越大。
	利用北运河流域DEM数据和ArcGIS软件计算地表粗糙度M。M=1/Cos(a×π/180)，M为地表粗糙度，a为坡度(°)。

	土壤抗蚀性
Soil anti-erodibility
	反映不同类型土壤所具有的抗侵蚀力的性质。与土壤可蚀性K值呈负相关。抗蚀性却强，径流阻力越大。
	基于马广玉[30]、张科利[31]等对北方地区典型土壤类型的可蚀性K值的大小排序，估算土壤抗蚀性。

	雨洪径流动力因子（阻力面负向因子）
Dynamic factors of rainwater runoff ( Negative factors of resistance surface )

	相对高程
Relative elevation
	
表示栅格单元距离到邻域栅格单元的相对高程，反映径流过程降雨从源到各景观单元的重力作用，相对高程越大，径流动力越大。
	利用北运河流域DEM数据和ArcGIS软件提取出每个景观单元距离到邻域栅格单元的相对高程数据。

	坡度
Slope
	表示每个栅格单元的坡度分布，是径流侵蚀的加速因子，坡度越大，径流动力越大。
	利用北运河流域DEM数据和ArcGIS软件提取各栅格单元坡度数据。

	降雨侵蚀力
Rainfall erosivity
	反映由降雨所引起的对土壤侵蚀的潜在能力，降雨侵蚀力越大，径流动力越大。
	依据《城镇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DB11/T969-2016）北京Ⅱ区暴雨强度计算公式计算不同重现期的暴雨强度及日降雨量，根据章文波等[32]已有研究的北京日雨量侵蚀力模型，测算其降雨侵蚀力。


2.3.4 不同降雨时间条件下的景观阻力面及“源-汇”景观空间演变
依据对雨洪径流过程的作用方向，将上述各因子的栅格离散值进行统计学上的线性归一化，然后同时赋予各因子的阻力系数。阻力系数值的设定是相对的，只要能够相对地反映不同阻力因子间的差异性就可以用来进行成本距离的计算[33-34]。本文设定1为最小阻力系数，100为最大阻力系数，构建景观因子阻力评分表，具体系数结合具体因子的变化规律而设定，见表4。同时利用专家打分法赋予上述各因子的不同权重，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别进行正向因子与负向因子的空间叠加，以此得到综合影响北运河流域径流过程的景观阻力面，并通过成本距离工具可获得流域范围内代表雨洪径流动力的“源”值空间分布MCR源与代表地表景观阻力的“汇”值空间分布MCR汇，将两者进行差值运算，MCR源-MCR汇＞0的景观单元，则为“源”景观；MCR源-MCR汇＜0的景观单元，则为“汇”景观，由此可判别空间上的“源-汇”景观变化。
	表4 景观因子阻力评分表
Table 4   Resistance score chart of landscape factors  

	阻力面负向因子及阻力系数
Negative factors of resistance surface and values

	降雨重现期P/年
Rainfall return period
	计算日降雨量/mm
Rainfall
	阻力系数
Resistance values
	坡度(°)
Slope
	阻力系数
Resistance values
	相对高程/m
Relative elevation
	阻力系数
Resistance values

	2
	127.37
	40 
	＜5
	1 
	＜5
	1 

	5
	167.43
	55 
	5—10
	20 
	5—10
	20 

	10
	197.73
	65 
	10—15
	40 
	10—20
	40 

	20
	228.04
	75 
	15—20
	60 
	20—30
	60 

	50
	268.1
	90 
	20—25
	80 
	30—40
	80 

	100
	298.4
	100 
	＞25
	100 
	＞40
	100 

	阻力面正向因子及阻力系数
Positive factors of resistance surface and values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阻力系数
Resistance values
	地表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
	阻力系数
Resistance values
	土壤抗蚀性
Soil anti-erodibility
	阻力系数
Resistance values

	　
	≤5
	1 
	≤1
	1 
	水稻土
	40 

	　
	5—20
	20 
	1—1.01
	20 
	潮土
	50 

	　
	20—35
	40 
	1.01—1.03
	40 
	棕壤
	60 

	　
	35—50
	60 
	1.03—1.06
	60 
	褐土
	70 

	　
	50—65
	80 
	1.06—1.11
	80 
	风沙土
	90 

	
	＞65
	100 
	＞1.11
	100 
	裸岩及乱石滩
	100 


在上述过程中，相对高程、坡度、地表粗糙度、植被覆盖度、土壤抗蚀性均为恒定值或平均值，只有降雨侵蚀力会随着不同降雨时间降雨量估算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计算不同降雨时间下的降雨侵蚀力带入模型中，即可得到“源-汇”景观空间演变与降雨时间的关系。本文中选取降雨重现期P=2、5、10、20、50、100的6种不同降雨强度，用以探讨“源-汇”景观的动态性及演变趋势。
2.4 与现有土地利用图及城市洪涝积水点分布图叠加分析
为解决城市洪涝问题，本文重点在于研究“源”景观的变化趋势，即在某一降雨强度下易发生径流与洪涝灾害的景观单元。在得到不同降雨重现期的“源-汇”景观分布图后，从“源”景观单元中提取现有土地利用的各用地类型，从而对各景观类型的“源”景观占比进行分析。同时，可将“源”景观单元与网络上的北京暴雨积水点分布图加以叠加，用以验证数据及模拟结果的正确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初始径流分布
依据ArcGIS中地理因子叠加的垂直过程分析与栅格直方图的分类，得到最大值分类中作为初始径流的景观单元，数值约占总数的1%。得到初始径流的空间分布如图1，其中白色区域为初始径流，即北运河流域中，最先形成径流的区域集中于北侧的蟒山山地以及北五环西北侧的百望山及阳台山山地，均属于降雨量大且山体海拔较高的地带。根据地理形势可以判断，北运河流域中雨水径流几乎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过程。其中，百望山与阳台山山地离北五环城区距离较近，向城区扩散径流的风险更大，且因植被与土壤性质等自然因素，无法及时截留与下渗，易成为山体径流的源头，造成北京城区内涝加重。
[image: D:\北大\研二\源汇格局\源汇风险级\结果\矢量图-final\初始径流.jpg]
图1 初始径流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itial runoff
3.2 雨洪“源-汇”景观时间演变探究
3.2.1  不同降雨时间下各景观用地类型“源”景观比例动态变化
根据模拟及表5统计的“源”景观动态变化可知，所有景观类型“源”景观的比例，均随着降雨重现期的增加而增大：城市绿地用地由0.21%升至52.19%，在P=20的时候，有20%以上的绿地是会产生径流的“源”景观；荒地由0.58%升至52.72%；林用地则由2.8%升至88.37%，在5年一遇的重现期中即上升至10%，之后随降雨强度变大而出现陡增趋势，P=10时达到50%；居住用地由1.28%增至60.56%；公建用地由2.55%增至75.30%，为所有建设用地中涨幅最大；农用地涨幅较缓，由0.14%涨至24.49%，P≤10以前，“源”景观占比不及3%；道路用地由1.13%升至67.49%；可以判断，绿地用地、居住用地、建筑用地等景观类型在重现期小于5年的情况下，自身消纳雨水的功能良好，基本不超过5%。
	表5 各景观类型“源”景观比例动态变化
Table 5   Dynamic Change of "Source" Landscape Proportion of Landscape Types

	降雨重现期P/年
Rainfall return  period
	城市绿地
Urban green space
	林用地
Forest land
	农用地
Farmland
	荒地
Wasteland
	居住用地
Residential area
	公建用地
Public 
construction
	道路用地
Road
	工业与设施用地
Industrial and facility land

	2
	0.21%
	2.80%
	0.14%
	0.58%
	1.28%
	2.55%
	1.13%
	1.79%

	5
	0.60%
	11.66%
	0.47%
	1.13%
	2.27%
	3.83%
	3.09%
	3.50%

	10
	5.66%
	50.02%
	2.56%
	5.24%
	11.96%
	25.19%
	17.17%
	10.85%

	20
	21.28%
	78.04%
	9.06%
	22.75%
	32.40%
	51.82%
	40.98%
	29.96%

	50
	41.88%
	86.12%
	17.75%
	42.44%
	51.54%
	68.44%
	60.48%
	52.64%

	100
	52.19%
	88.37%
	24.49%
	52.72%
	60.56%
	75.30%
	67.49%
	64.94%


依据图2所示，在重现期在5年一遇一下时，“源”转化率不高。超过5年以后，“源-汇”景观转化趋势明显升高，由3.79%上升到17.67%，重现期P=20时，升至35.7%。在50年一遇的降雨强度时，二者几乎达到相同比例，当100一年一遇的暴雨强度下，易形成洪涝的景观单元数量超过消纳雨水的景观单元。
[bookmark: _GoBack][image: ]
图2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P）“源-汇”景观单元动态变化
Fig.2   Dynamic changes of ‘source-sink’ landscape type unde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3.2.2  不同降雨时间下各景观用地类型“源-汇”景观演变原因探究
由图3可以更加直观清晰判断各景观类型之间“源”景观比例的比较，以及强降雨强度下各景观类型之间的变化趋势。当降雨重现期P=2或P=5时，除林地小幅增多外，各景观类型的“源”景观增加不大，同时随着降雨强度增强，林用地逐渐大幅拉开与其他用地的“源”景观比例，林地在北运河流域内几乎分布于丘陵地区，基本可以判断：降雨强度越强的情况下，山体径流越强烈，尤其针对北方地区的乔灌木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的截留作用难以减缓径流过程。重现期P＞5时，公建用地成为“源”景观占比第二的景观类型，是由于商业、行政办公等公建用地中常有体量大、密度高的建筑群，不利于径流的消解；道路用地则为占比第三多的“源”景观，道路的植被覆盖度低，因此北京城市路面需要合理的排水系统消纳与收集。居住用地及工业与设施用地则占比相当，比其他建设用地略低，这是由于居住用地中所要求的绿化率指标，使得小区绿地起到一定的阻碍径流作用，而工业及设施用地建筑占地密度相对较小。建设用地的变化趋势比较类似，P≤10的降雨条件下，有小幅度的“汇”景观转化为“源”景观，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源”景观比例上升变快，至50年一遇或100年一遇的降雨强度下保持缓升状态。城市绿地的“源”景观占比较低，但其变化幅度与工业用地相比，也几乎有同趋势的上涨，因此绿地在强降雨条件下的消纳雨水能力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荒地则因杂草截留作用较大与绿地变化相差无几。相反总体而言，农用地则成为暴雨强度下消解能力最强的景观类型，得益于西北侧与靠近北运河周边南侧农田的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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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P）各景观类型“源”景观比例变化
Fig.3   ‘Source’ landscape proportional variation of  landscape types unde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3.3 雨洪“源-汇”景观空间演变探究
对比图4中北运河流域不同降雨条件下的“源-汇”景观空间分布，小降雨强度下，重现期P=2时，“源”景观几乎仍集中于初始径流的地域。P=5时，北侧的林地“源”景观小幅度增多，且西五环西侧的石景山区开始出现“源”景观，此处在多次北京暴雨中有严重积水；当降雨强度较强时，“源”景观明显增多：P=10时，流域西侧与北侧的林用地均成为“源”景观单元，同时中心城区由西向东蔓延至二环以内，随后当P=20时，北四环西北侧的西二旗及回龙观附近有明显的“源”景观出现，而南边也开始有从二环蔓延至南三环与南四环的趋势；P=50和P=100的暴雨强度下，“源”景观扩张幅度逐渐减弱，差别已不太明显，但在50年一遇的降雨强度下，四环以内基本都成为“源”景观，且在北京城东西轴线上，由西向东全部扩散开来，而四五环之间的南侧与西北角则有可以汇聚积水的“汇”景观单元，得益于五环周边曾为阻止城市扩张所建设的楔形绿地，其能消纳部分雨水。中心城区五环外以北的“源”景观较南边更多，且更为分散，这是由于海淀区人口密集，城市扩张趋势更明显，五环外以南目前仍几乎是少有人活动的农用地。但从北侧大量的“源”景观（几乎为居住用地与设施用地）看来，功能配置不合理的城市建设也是不可取的。观察其随降雨强度变化的动态过程，发现径流过程大体上以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扩散，且多为山体径流。
[image: D:\北大\研二\源汇格局\源汇风险级\结果\矢量图-final\P-final.jpg]
图4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P）“源-汇”景观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urce-sink’ landscapes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return periods
3.4 模拟格局与现有暴雨积水点验证
在北京2012年“7·21”暴雨、2014年“7·16”暴雨中，比对多张中心城区暴雨积水点的分布图，得到以下与模拟过程相一致的验证：①均体现出了城区内涝积水点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特征；②易在暴雨期产生严重积水的地方也基本为最初的“源”景观分布，如五环西侧的石景山区及五环北侧的西二旗及回龙观片区；②京城东西主轴线上常分布着有诸多的积水点，与“源”景观分布相符；④在周边容易积水的情况下，南四环至南五环的南侧鲜少有积水。可知四环以外的区域模拟结果基本准确。
同时，模拟结果也有与实际相差较多的部分，是由于此模型为自然降雨排水情况下的模拟过程，没有考虑任何人为干预因素。相差最大的区域为二环以内：模拟中，在中强度降雨条件下，二环以内几乎全部为“源”景观，但在暴雨积水分布图中鲜少有积水点，可看出老城区的排水与防洪系统布局规划良好，可成为之后深入探寻洪涝解决办法时的有利参考。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创造性地将“源-汇”景观理论用于雨洪径流过程中，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模拟北运河流域中不同降雨时间下的“源-汇”景观空间演变，为探寻城市洪涝过程的“源-汇”景观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定量化的分析方法与识别模式。现有结论如下：
1）北运河流域中，作为初始“源”且最先形成径流的区域集中于蟒山山地以及百望山及阳台山山地，均属于降雨量大且山体海拔较高的地带，且因植被与土壤性质等自然因素，无法及时截留与下渗，易成为山体径流的源头，造成北京城区内涝加重。
2）北运河流域中，大部分景观类型在小于5年一遇的降雨强度下，有良好的消纳能力，当降雨强度大于5年一遇时，径流明显增多，重点地区需要重点防患。林用地是“源”景观占比最高的景观类型，降雨强度强的情况下，植被覆盖的截留作用难以减缓径流过程，应加强林地周边防护；北京城市路面也需要合理的排水系统干预；绿地在强降雨条件下的消纳雨水能力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合理布局的农用地则成为暴雨强度下消解能力最强的景观类型。自然排水条件下，产生径流的景观类型难易程度排序为：林地＞道路＞公共建筑用地＞工业及设施用地＞居住用地＞荒地＞绿地＞农田；
3）北京城区内涝积水点体现出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特征，径流过程随降雨强度的增大，以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扩散。自然排水条件下的模拟结果经验证，以目前实际中的暴雨积水点的吻合度较高。
依据现有的结果与结论，北京城内洪涝灾害的成因不仅仅源于降雨强度大，有很大的成分可能来源于北运河流域北侧与西侧的山体径流，是否能够通过更多合理的手段与对策解决高山林地的径流问题，以及加强内涝严重地方的排水与蓄水问题，将是后续亟需展开研究的课题。
另外要强调的是，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本次雨洪过程模拟完全基于自然排水条件下，对于城区核心范围内的洪涝变化过程几乎不可实现，从而影响了量化数据的准确性。城市中雨水汇集排放会有明确的汇水分区，在后续研究中，应当结合城市管网数据以及SWMM工具，将城市排水系统纳入模拟的一部分，能使得实验结果更真实有效，并进一步结合汇水分区来探讨不同区域的雨洪特征；另一方面，对于构建景观阻力面时，环境因子的选择以及专家打分法赋值富有一定的主观性，各因子间存在不同的权重影响，从而影响到阻力赋值，并对最终的格局状态产生影响[35]，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因对因子的选择、赋值的权重等所产生的“源-汇”景观格局影响进行延伸拓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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